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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要求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改革和发展。在国际经贸合作
中，国家或地区政府在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制定与适用过程中对合作方数量的选择可被称为边数选

择。国际经贸规则的边数选择是规则变迁的关键切入点。实践中边数选择已发展出超越合作方数

量的内涵。边数选择可分为多边与少边两类，多边选项以多边国际制度为代表，少边选项则囊括

了各类区域与双边经贸合作。两类选项的特定内涵及其融合共存的特点为国家的边数选择策略提

供了理论基础。欲打破个别国家 “规则制华”的不良企图，促进国际经贸秩序健康发展，中国

应推动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双向互动，畅通 “国内规则—少边规则—多边规则”的规则沟通

路径，审慎利用多边选项、重视少边选项，形塑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经济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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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 “十四五”规划 《建议》）明确提出在 “十四五”时期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是开放的循环，

与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高度统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加入国际经贸秩序，融入国际

经济循环，但却要被动地接受既定的国际经贸规则。随着国际国内主客观条件的深刻复杂变化，

中国要为自身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更为主动地参与国际

经贸秩序的变动进程。新发展格局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变迁高度关联。

在当前态势下，一些重要经济体正积极选择不同数量的合作方开展国际经贸合作，制定国际

经贸规则，这可被称为国际经贸规则的边数选择现象。① 对边数选择的类型划分，传统上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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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讲师，重庆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协同创新团队、海洋与自然资源法研究团队 （２０２０ｃｑｃｘｔｄ３）
成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 “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改革中的 ‘主动—被动’模式法律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

本文以国际经贸规则的边数选择现象为研究对象，有必要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含义予以说明。本文所理解的国际经贸规则

仅指以国家 （包括单独关税区及其他实体）之间签订的国际条约为主要载体，仅涉及贸易、投资、金融及其他相关议

题的规则。作此理解的原因在于，国际贸易法与投资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经贸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二者也是传统上国际

经济法的主要内容。二战后，以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协定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国际贸易法和以双边投资条约为主要表现

形式的国际投资法出现了渐趋融合的现象，且晚近出现的区域贸易协定同时囊括了贸易和投资规则，如 《全面与进步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ＣＰＴＰ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ＲＣＥＰ）、《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以下简称ＵＳＭＣＡ）等均具备上述特点；欧盟与越南新近签订的经贸协定甚至是由 《自由贸易协定》 （ＥＵＶｉｅｔｎａｍ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与 《投资保护协定》（ＥＵＶｉｅｔｎａｍ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组成。这些条约实践为将二者统摄于同
一概念下提供了经验基础。已有学者在此意义上使用了 “国际经贸规则”的概念。当然，国际经贸规则的外延会随实践而

发生变化，如 “电子商务”有关规则在近年来逐步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内容。参见ＳｕｎｇｊｏｏｎＣｈｏａｎｄＪｕｒｇｅｎＫｕｒｔｚ，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８）２９（１）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１６９，ｐｐ１６９－２０３；陈德铭：《全球化下的经贸秩序和治理规则》，载 《国际展望》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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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量为标准。学界逐步发展出 “多边”（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单边”（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双边”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三边”（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诸边”（ｐｌｕ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及 “少边”（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① 等相关表述，
并形成了多边主义、少边主义、单边主义等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各主要经济体正在积极进行边

数选择。例如，美国已明确展现出偏离多边贸易体制的倾向，较为频繁地使用单边、双边及区域

的方式推动与经贸伙伴间的合作。欧盟在推动世界贸易组织 （以下简称 ＷＴＯ）改革的同时，也
积极以双边方式与加拿大、越南、日本等国家达成经贸协定。中国是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力

量之一，亦开始寻求其他边数选项。② 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亟需塑造规则话语权，势必需要在多

种边数选项中进行抉择。边数选择的研究更具紧迫性。

边数选择体现了合作参与方对合作对象和合作方式的抉择，对国际经贸合作规则的变迁影响

深远。少边选项常被作为拓展规则边界和提升规则深度的工具，甚至出现了少边选项被用以重构

规则以建立新的多边制度的迹象。③ 在秩序转换与规则变迁的当下，国家的边数选择愈发重要。

国家需要了解各种边数选项的内涵与特征，也须明确其他国家在相似条件下所作边数选择的利害

得失，更要找到恰当的合作方式与合作对象。在何种情形下多边选项成为主流，在何种条件下少

边选项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亦是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问题。因此，以现实中已经存在的

边数选择实践为基础进行归纳和研判，对一国参与形塑国际经贸规则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边

数选择的内涵入手，对现有的边数选项进行类型划分并分析其基本特点，并尝试以此为基础对中

国在新发展格局下的边数选择策略提供建议。

一　国际经贸规则边数选择现象的内涵演变

（一）对既有研究的回顾

　　以 “边数”为标准对国际合作进行类型划分是学者们对国际合作进行研究的一种视角。米

尔斯·卡勒 （ＭｉｌｅｓＫａｈｌｅｒ）较早从合作方数量的角度提出了多边与少边的区分。他认为多边主
义强调数量众多的国家参与治理与合作的方式，且这种数量需达到使多边合作具有全球性的程

度。当然，“数量众多”的特质也易导致多边合作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少边主义是蕴含于多边

主义中的一种治理或合作方式，强调由少数国家组成核心集团构成推动多边合作的决定性力量，

进而克服集体行动难题。④ 苏长和认为，少边与多边的区别除合作方数量的差异外，也包括合作

实现的形式。当合作方数量的多寡成为集体行动实现的关键要素时，少边主义就可能被选择。⑤

国际经贸领域的边数选择现象已受到学界关注。米尔斯·卡勒以乌拉圭回合谈判为例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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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的汉译，本文采取了苏长和 “少边”的译法。参见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

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包括但不限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或区域贸易协定、参与 ＷＴＯ诸边协
定谈判等。

参见车丕照：《是 “逆全球化”还是在重塑全球规则？》，载 《政法论丛》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１５—２３页。
参见米尔斯·卡勒：《小数目和大数目中的多边主义》，载约翰·鲁杰主编：《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浙江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４２—３４３页。
参见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第２３９页。



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少边主义现象。他认为，尽管多边框架中谈判参与方众多，且一些国家还组成

谈判集团对该回合谈判发挥影响力。但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终成功还取决于美国与欧共体间的协

调一致，这是典型的少边主义方式。① 克里斯·布鲁默 （ＣｈｒｉｓＢｒｕｍｍｅｒ）主要从贸易和金融两大
领域出发探讨了国际经贸领域的少边主义，他认为全球治理体系将出现一个由多边向少边转换的

趋势。少边的治理体系最核心的特征是：在解决问题所必要的最少国家之间进行合作。② 刘彬认

为，少边主义是存在于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间的治理形态，自由贸易协定 （以下简称 ＦＴＡ）
正是典型的少边主义治理工具。③ 既有研究关注到了国际经贸合作中多边与少边的区分，兼及少

边主义在当下国际体系中渐受重视的现状，但缺乏以 “边数选择”作为基本对象，以国际经贸

合作实践为基础对相关理论问题进行系统梳理。

（二）边数选择内涵的演变

就性质而言，国际经贸规则的边数选择现象是以 “合作方数量”为切入点对国际经贸合作

进行的特征性描述。使用 “边数”来描述合作方数量是学界与实务界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做法。④ 关于国际合作的合作方数量，学界借由经济学的有关研究对其进行了探讨。合作方数量

的增多将可能引发集体行动的问题。曼瑟尔·奥尔森 （ＭａｎｃｕｒＯｌｓｏｎ）发现，影响合作难易程度
的重要因素包括行为体的数量和同质性———行为体的数量越少，合作越容易达成并深入发展；行

为体同质性越高，共识越容易形成，合作也越容易。⑤ 肯尼思·奥耶 （ＫｅｎｎｅｔｈＯｙｅ）将此原理运
用于国际合作的研究，他认为，合作方数量越大，单个合作方分享的利益就越小，组织的成本同

时也会提高。⑥

但随着国际实践的深入，边数的意涵已超出对 “合作方数量”的简单描述，演变出新的内

容。在国际经贸合作中，由于合作参与方各自的理念、利益和偏好，如边数这样的用语可能在这

些行为体的影响下发生变化。⑦ 边数首先有形式层次的含义，此为边数在字面上对 “参与方数

量”的描述。其次是在实践中演变出的实质层次含义，体现合作关系中的制度原则，这在各类

边数选择现象中均有体现。例如，双边主义不仅体现两个主体间的关系，还代表了双边行为的组

织原则，暗含了特定的制度形式。⑧ 特别是在以国际条约为基础的国家间合作中，有关条约不仅

约定了实体法律权利与义务，也可能对缔约方间的合作作出制度性规定，这主要表现为缔约方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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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米尔斯·卡勒：《小数目和大数目中的多边主义》，第３５４—３５８页。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Ｂｒｕｍｍｅｒ，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ＨｏｗＴｒａｄｅ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ＳｏｆｔＬａｗ，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ｒｅ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ｐ１７－２１
参见刘彬：《新时代中国自由贸易协定法律范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８７—１８９页。
米尔斯·卡勒较早进行了这样的区分。参见米尔斯·卡勒：《小数目和大数目中的多边主义》，第３３７—３７３页。
〔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５１页。
行为体数量可能在三个方面影响合作的可能性：第一，合作要求识别增进共同利益的机会以及当这样的机会出现时

的政策协调。合作方数量增多时，交易和信息成本都增加了，因而识别这种机会和政策协调的难度就增加了。第二，

合作方数量的增加，将导致自动背叛的可能性增加，也会导致识别与控制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增加。第三，制裁的阻

吓性也会随着合作方数量的增加而降低。ＳｅｅＫｅｎｎｅｔｈＡＯｙｅ，“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Ａｎａｒｃｈｙ：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１９８５）３８（１）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ｐｐ１９，２１
参见陈拯：《说辞政治与 “保护的责任”的兴起》，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９页。
ＳｅｅＣｈａｉｙａｋｏｒｎＫｉａｔｐｏｎｇｓａｎ，ＴｈｅＥＵ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ｃ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Ｎｅｗ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２５



的合作联系机制与针对条约内容的争端解决机制。例如，中国在其对外签订的双边 ＦＴＡ中就普
遍设置了双边 “自由贸易区联合委员会”“自由贸易协定联合委员会”等名称有异但功能相似的

机构承担监督协定执行等职能。其他边数的经贸合作中亦有制度化特点。在有１５个缔约方参与
的ＲＣＥＰ中甚至设置了ＲＣＥＰ部长会议与ＲＣＥＰ联合委员会两级机构，并对决策规则、ＲＣＥＰ联
合委员会程序规则以及附属机构等内容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体现了较高的制度化程度。

ＵＳＭＣＡ在第３０章设置了相似的制度性条款。诸多的 ＦＴＡ及区域贸易协定亦设置了争端解决条
款。可以认为，尽管在制度化程度方面存在差异，当下作为少边主义治理工具的 ＦＴＡ或区域贸
易协定已普遍涵盖了制度性规定。多边主义的产生与演化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例如，在 ＷＴＯ的
语境下，多边主义除体现了涵盖成员的广泛性外，还强调规则普遍适用，甚至隐含着高度制度化

的特征，即规则的执行得到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等制度的保障。

二　边数选择现象的类型划分与表现形式

（一）类型划分的依据

　　边数选择的前提是现实中存在不同类型的边数选项。国际经贸规则的边数选择现象可分为多

边选项与少边选项两类。多边选项以多边主义为指导，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性制度化合作；

少边选项以少边主义为观念内核，强调达成合作的必要数量，主要表现为各类区域性合作、双边

合作及多边体制内的次级集团合作。少边选项的表现形式在二战后经贸领域的多边主义出现前业

已存在，① 但少边主义的出现则以多边主义为前提。

多边选项与少边选项的分类可较为全面地囊括现阶段主要边数选择现象。少边是一个相对概

念，通常在与多边比较的语境下使用。多边主义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已具备了特定的意涵。②

在更早的历史时期，双边和区域性国际经贸合作业已存在，此时使用 “少边”对其进行描述并

不恰当。③ 二战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贸秩序中，以多边主义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及布雷顿

森林体系发挥了支柱性作用，其涵盖范围逐步扩展，最终获得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性。随着国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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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如，在多边贸易体制建立前，英国与其他英联邦国家间早已存在贸易集团。ＳｅｅＤｏｕｇｌａｓＡＩｒｗｉｎ，Ｃｌａｓｈｉｎｇｏｖｅ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ＵＳ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ｐ４５７
据已有研究，多边主义的主要意涵有：第一，行为体数量在三个或以上，且在特定领域强调成员的广泛性。第二，

制度化的国际合作，蕴含普遍性行为原则。第三，行为体地位平等。第四，多边主义被视为一种信念，隐含着国家

间冲突可以调和的乐观主义假定。第五，与权力密切相关，是国家在需要时可以选择推行的观念。物质力量超强的

主导国是造就国家间大范围合作的原因。参见 〔美〕约翰·鲁杰主编：《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２—１３、６１、３３７页；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１年第１０
期，第９页；约翰·彼得森、卡罗琳·布沙尔：《使多边主义有效———全球治理的现代化》，载卡洛琳·布沙尔等编，
《欧盟与２１世纪的多边主义》，薄燕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９页；〔美〕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
坦：美利坚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３０、２４７页；ＲｏｂｅｒｔＫｅｏｈａｎ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ｎｄａ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０）４５（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７３１，ｐｐ７３１－７３２；ＧＪｏｈｎ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Ｉ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Ｄｅｃｌｉｎｅ？”，（２００３）１（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５３３，ｐ５３６；ＳｅｅＪｏｓｅＥＡｌｖａｒｅｚ，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Ｉｔｓ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２０００）１１（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３９３，ｐ３９４。
例如，多边贸易体制的形成以美国参与的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为基础。Ｓｅｅ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ＴＦｒｉｅｄ，“Ｓｑｕ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ｉｎＵＳ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１９９０）８Ｂｏｓ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３１，ｐ２３１



贸领域多边主义向全球性的迈进，使用少边来描述多边以外、且在合作方数量上少于多边的合作

形式成为可能。

多边以外的选项表现形式众多，本文以少边予以统摄。多边主义面临困境时，以少边主义为

观念内核的边数选择被作为全球性经贸合作的替代选项。① 二者在历史上长期共存。② 少边主义

的核心特质是推动国际合作的必要少数合作方，强调由解决某个具体问题上具有最大影响力的必

要数量的国家进行合作。这里的 “必要”是就合作方的数量与合作目的能否实现的角度而言的。

这类目的具有多元性，既包括了市场开放，也包括了具体问题的解决，还涉及规则模板的推广

等。例如，中美之间在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具体问题上存在重要关切，则只需双方通过国际条约的

方式予以约定即可实现。再如，ＷＴＯ《信息技术协定》未将所有成员纳入其中，只寻求在信息
技术产品市场拥有特定数量市场权重的成员间达成一致即可。此方式尽管会受到正当性质疑，但

却能打破僵局，为更广泛的协议提供基础。③ 重要国家间的协调一致与合作可以减弱权力转移和

多极化趋势带来的危险，为主要博弈者提供持续相互理解的框架。④ 采取少边选项可以有效减少

利益冲突的数量和烈度。特别是在国家间权力分布呈扁平化趋势的当下，⑤ 如无足以推动多边合

作的具有国际主导地位的国家，⑥ 在解决某个问题的必要数量的国家间进行合作有效率优势。当

然，少边主义解决国际问题的能力是有限度的，且容易造成 “俱乐部”模式的形成。⑦ 合作方数

量只是导致国际合作出现困境的因素之一，利益冲突是否可调和、合作模式的设计以及合作结果

的利益分配等因素都将影响国际合作的成败。

采用多边与少边的类型划分，不仅体现了二者在参与方数量上的区别，还可较好地囊括多边以

外的各类选项。具言之，首先，以边数为依据进行分类不宜机械地以数量为唯一标准，以少边统摄

多边以外的合作方式具有概括性。诚然，边数确实可以成为影响国际经贸合作规则的因素，但如仅

以数量为标准，不同边数 （如 “四边”与 “五边”）的合作之间在方式及规则的内容和适用方面似

无本质区别。其次，多边与少边共存互动的格局基本反映了国际经贸规则的现状，使用该分类具有

现实基础。包括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均在积极利用少边选项；与此同时，以

ＷＴ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多边制度并未消亡，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少边与多边的互动
也在频繁发生，且在当下体现出少边向多边输出规则的趋势。例如，部分国家或地区正试图将区域

贸易协定中的电子商务规则以诸边协定的形式纳入ＷＴＯ多边框架。⑧ 最后，少边选项的各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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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ＳｅｅＳｅｒｇｉｏＰｕｉ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ｍ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１７（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４９１，ｐｐ４９１－５１６
参见韩立余：《自由贸易协定基本关系论》，载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５８—６０页。
ＳｅｅＭｏｉｓｅｓＮａｉｍｉ，“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ＭａｇｉｃＮｕｍｂｅｒｔｏＧｅｔＲｅ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９，ｈｔｔｐ：／／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ｍ／２００９／０６／２１／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１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０）．
参见 〔英〕安德鲁·赫里尔：《第四版序言》，载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张

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ＶＩＩ页。
参见陈玉刚：《金融危机、美国衰落与国际关系格局扁平化》，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２８页。
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Ｊｅｒｖｉ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ｉｍａｃｙ：ＩｓｔｈｅＧａｍｅＷｏｒｔｈｔｈｅＣａｎｄｌｅ？”，（１９９３）１７（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５２，ｐ５２
少边主义可能造成少数国家预先制定规则，进而在更广泛层面推广，实质上剥夺大多数国家规则制定参与权的局面。

多边贸易体制中的绿屋会议即为一例；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以来，美国、欧盟及日本三方贸易部长多次会晤并就 “非市场经

济导向”的有关问题协调立场，是利用少边方式推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初步手段。参见黄鹏：《世界经济再平衡下

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动因、方向及可能路径》，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７１—７３页。
参见石静霞：《数字经济背景下的ＷＴＯ电子商务诸边谈判：最新发展及焦点问题》，载 《东方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第１７０—１８４页。



形式间虽有区别，但存在互相交融的特点，难以再作严格的界分。例如，区域主义和双边主义是

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惯用表述，但由于其各自指涉的侧重点不同，无法析出相同的划分标准。如果

某双边合作的参与方同时构成特定的地理区域，将可能出现概念使用上的重叠。①

（二）少边选项的表现形式

在国际经贸领域，多边选项主要表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ＷＴＯ。② 投资领域较
为特殊，特别是在边数现象发展趋势上与贸易和金融领域存在差异，其长期以来的国际合作虽以

双边形式为主流，但却在规则内容上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形成了多边化的取向。③ 当然，现阶段

投资领域尚无全面性的多边条约。在程序性规则上，多边化努力体现为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ＩＣＳＩＤ）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有关制度。上述多边制度的研究已较为丰富，本文重点列举少
边选项的具体表现形式。

１多边制度中的少边选项
多边体制内多边选项与少边选项并存。多边制度以多边规则为基础，但其内部存在少边的规

则制定与适用现象。其原因在于，多边规则具有广泛性的优点，又兼具较强的稳定性和刚性，较

难适应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以及异质合作方的差异化需求。ＷＴＯ体制中的诸边协定是其中的典
型。在多边制度内部，多边选项与少边选项间存在复杂的互动。例如，在多边贸易体制历史上，

曾出现的仅约束部分缔约方的规则，经反复的谈判与酝酿，逐步演化为多边规则，体现出少边选

项贡献国际经贸规则的特点。④

２多边制度外的少边选项
多边制度外的少边选项主要包括区域和双边等，主要功能是供给国际经贸新规则。少边选项

将在议题领域、规则深度与形式等方面对国际经贸规则产生影响。

晚近以来的区域经贸规则体现了全面性特点，在规则广度与深度上已超越现有的多边体制，

成为了国际经贸规则供给的主渠道。例如，新近形成的ＣＰＴＰＰ与ＵＳＭＣＡ即属此类。某些区域选
项中也含有强烈的多边主义元素，欧洲一体化进程最为明显。⑤

双边选项依主导者偏好的不同呈现较强的个性化特点，因而已有差异化发展的趋势。近年

来，各经济体均积极使用双边选项推动国际经贸合作。中美已签署的双边 《经济贸易协议》，美

国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签署的ＦＴＡ、欧盟与加拿大、越南等国间的经贸协定均采取双边协定的形
式，但在协定内容、涵盖范围上均存在差异。例如，欧盟的双边经贸协定依然呈现全面性特点，

体现出欧盟为国际经贸规则设置欧式模板的努力。美国的双边努力则呈现以解决其与特定对象间

具体问题为导向的运用倾向。无论是中美间的双边协议，还是其与日本、韩国的双边协议，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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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例如美国与加拿大间的经贸合作为例，在地理上二者构成北美这一区域，而就参与方数量而言则是双边。

ＳｅｅＨａｒｌａｎＧｒａｎｔＣｏｈｅｎ，“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ｓ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２０１８）１１２（１）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４７，ｐ４７
ＳｅｅＳｔｅｐｈａｎＷＳｃｈｉｌｌ，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Ｌａ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ｐ３６２－
３６９
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ＢｅｒｎａｒｄＨｏｅｋｍａｎ，“ＴｈｅＣｏｄｅ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Ｊ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ｉｎｇｅｒａｎｄＡｎｄｒｚｅｊＯｌｅｃｈｏｗｓｋｉ（ｅｄ），Ｔｈｅ
ＵｒｕｇｕａｙＲｏｕｎｄ：Ａ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ｎ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１９８７），ｐｐ５９－
６６
欧洲一体化进程常被视为多边主义的代表，但本文对多边主义的理解包含了 “全球性”的特征。参见卡洛琳·布沙

尔等主编：《欧盟与２１世纪的多边主义》，薄燕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现出强烈的个性化特征。即便是三边签署的ＵＳＭＣＡ，也包含了为数众多的双边安排。① 双边选项
能够提供较大的灵活性，并使达成一致的难度降低。因此，双边选项将被更大范围地使用，并且

依据合作对象的特点呈现明显的个性化特征。

（三）单边行为

国际经贸规则中的边数选择以经贸领域的国际合作为前提，单边行为在性质上不属于边数选

择现象。但由于单边行为对国际合作有重大影响，与各类边数选项存在密切联系，有必要对其进

行探讨。国际法上的单边强调行为由一个主体单独做出。②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将国际法上的单

边行为理解为 “一国意欲造成国际法上的一定法律效力所作出的单方面声明”。③ 国际法委员会

对单边行为的讨论更加关注这类行为是否可能构成国际义务的来源。国际法上单边行为的外延事

实上更为广泛。如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或单方面针对其他国家发动经济制裁，均属某

一个国家的单边行为。单边行为是一国行使主权的一种方式，是国际法中的常见现象，该表述本

身并不包含价值判断。但是，当一国已经参与到业已存在的某种国际合作关系中时，特别是已经

受到某种国际法义务约束的情形下，该国不顾及这种约束而单方面作出与前述约束不符的行为

时，这类单边行为往往会被赋予 “违法性”的负面含义。④ 在特定语境下，某些单边行为由于对

既存的国际合作关系构成破坏，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往往被贴上 “单边主义”的标签，此

时这类单边行为内含了负面的价值判断。⑤ 例如，有学者即指出，一国不顾及既存的国际规则，

肆意地采取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行为，即便为了行为国的利益，也被认为是单边主义或具有单边

主义倾向。⑥ 尽管在当下的国际体系中国际合作已成为各国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常用方式，但国家

采取单边行为的情况依然存在，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愈演愈烈之势，并对他国利益造成了实质

损害。⑦ 近年来，美国在经贸领域的单边主义行为最为典型，主要表现为：阻碍多边争端解决机

制运转、以互惠待遇取代非歧视原则、强化国内法对国际法约束。⑧

单边行为是某些国家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重要工具。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国家以单边行为

为工具，先在少边层面推动形成规则话语权，再将特定规则注入多边的规则变迁路径。例如，正

在进行中的ＷＴＯ电子商务诸边谈判可能正在经历这一历程。从已披露的谈判协调文本来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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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钟英通：《国际经贸规则适用的差异化现象及其法律应对》，载 《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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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ｐ１７３
ＳｅｅＪａｃｑｕｅｓ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Ｕ
ＥＴ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ＺｏｏｍＩｎ，１１，２０１５，ｐｐ１９－３２
当然，“单边主义”并非在所有语境下均内含负面的价值判断。有学者根据现有的国家实践总结了国际经济法中存在

的四类单边主义，即古典单边主义、嵌入式单边主义、可持续性单边主义、国家安全审查单边主义。其中 “可持续

性单边主义”的典型是ＷＴＯ《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２０条的一般例外。该条款允许国家为特定目的 （如保护环境）

而采取某种与多边规则不符的单边行为。符合一般例外适用条件的单边行为在 ＷＴＯ语境下可以正当化。ＳｅｅＪｕｌｉｅｎ
ＣｈａｉｓｓｅａｎｄＧｅｏｒｇｉｏｓＤｉｍｉｔｒｏｐｏｕｌｏ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Ｚｏｎｅ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Ｔｏｗａｒｄｓ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２０２１）２４（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２２９，ｐｐ２３５－２４０
参见韩立余：《当代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碰撞及其发展前景》，载 《国际经济法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２４—
２５页。
参见霍政欣：《国内法的域外效力：美国机制、学理解构与中国路径》，载 《政法论坛》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１７４页。
参见孙南翔：《美国经贸单边主义：形式、动因与法律应对》，载 《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１８０—１８３页。



国正试图将其在ＵＳＭＣＡ及其他美式区域贸易协定中发展出来的 “数字贸易”规则引入 ＷＴＯ框
架内。在这一路径中，对单边行为的运用主要出现在推动少边层面规则达成的进程。例如，美国

在近年来采取了一种 “协调的单边主义”，即基本放弃签署大范围贸易协定的努力，转而分别针

对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韩国等主要经济体开展谈判、协调立场，试图在重构国际经贸

规则过程中形成规则话语权，先形成ＦＴＡ或区域贸易协定，进而推广至全球。① 在这一系列双边
谈判中，单边行为是美国对部分谈判对象施加压力的方式。ＵＳＭＣＡ正是通过单边努力后利用少
边选项锁定的谈判结果。②

三　“少边至多边”的国际经贸规则变迁路径

（一）多边选项与少边选项的显著差异

　　首先，两类选项最显著的差异在合作方数量。数量差异所引发的系列影响可能将二者的差别
放大。其一是集体行动难度的问题。合作方数量的增多，参与方的偏好差异较凸显，甚或形成内

部次级集团，进而引发更加激烈且种类繁多的利益冲突。多边选项的参与方数量多，集体行动难

度更高。无论是多边贸易体制还是欧洲一体化进程均体现了该趋势。③ 相较而言，少边选项面临

集体行动问题的可能性较低，故具备一定优势。其二是影响范围的问题。由于合作方数量更大，

多边制度往往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影响，且通常保持一定开放性；而少边选项则主动缩限其

影响范围，甚至形成封闭的俱乐部。其三是参与者合作共识的程度存在差异。多边选项因其成员

的广泛性，仅能要求形成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难以在更广泛的层面形成全面的合作共识。多哈

回合谈判的失败即为典型。相反，诸多国家在利用少边选项时，通常会使用 “志同道合 （ｌｉｋｅ
ｍｉｎｄｅｄ）”来描述少边合作的参与方。④ 少边选项强调参与者在观念上更高的 “同质性”。

其次，二者在内嵌的规范意涵上存在差异。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多边已具有较为厚重的规

范意涵，且逐步被众多国家所内化，形成了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共同理解。在特定历史时期部分

国家的助力下，多边主义在国际经贸领域中已具有了某种正统地位。⑤ 少边选项常会被视为多边

主义的异端，且更多地体现出工具价值。这一差异影响着国家的边数选择。

最后，二者适用的条件亦存在差异。依据有限的实践，多边主义的兴盛需要非常特殊的内

外条件。多边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需要实力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主导国家强力推动，且其承担的制

·７０１·

国际经贸规则的边数选择现象与中国对策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黄鹏：《世界经济再平衡下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动因、方向及可能路径》，第８９页。
ＵＳＭＣＡ的谈判进程体现了上述特点。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上任初即对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大加批评，要求对协

定进行重新谈判。随后对加拿大与墨西哥采取 “分而治之”的策略，以加征关税的单边措施相威胁，逼迫两国在不

同的领域作出让步。参见廖凡：《从 〈美墨加协定〉看美式单边主义及其应对》，载 《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
期，第５０—５１页。
ＳｅｅＴｈｏｍａｓＷｉｎｚｅｎａｎｄＦｒａｎｋＳｃｈｉｍｍｅｌｆｅｎｎｉｇ，“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２０１６）１７（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６１６，ｐｐ６１６－６３４
美国即常在政策表达中使用这一提法。参见彭德雷：《多边服务贸易规则的重构及其应对》，载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１３５页。
随着国家实践的演变，多边主义的意涵已进入转型期，各国正在为其注入新元素。参见郑宇：《２１世纪多边主义的危
机与转型》，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第８期，第１２６—１５３页。



度供给成本能够在后续的合作中得到覆盖。在缺少主导国家存在的情况下，重视少边选项是必

要的。

（二）两类选项的融合与规则变迁

多边选项与少边选项的融合可能形成一套由少边到多边的规则变迁路径。当前国际体系中，国

际结构的扁平化趋势已为该路径创造了条件。超级大国相对力量减弱，形塑国际秩序的力量增多。

国际规则的制定将会更多地带有自下而上的特点，且更具竞争性，区域秩序变得更加关键。① 在多

边层面难以供给新一代全球性经贸规则的当下，各国通过少边选项更新规则，进而寻求在多边层面进

行推广是较为现实的选择。两类选项可融合的特质使这一 “少边到多边”的规则替代路径成为可能。

历史上由少边到多边的路径曾有迹可循，具备实现的可能性。在多边贸易体制中，东京回合

谈判形成了数量众多的行动守则。这类行动守则具有诸边性质，仅约束加入守则的缔约方。在此

后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在进行修订或补充的基础上，５个守则被纳入 《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

组织协定》附件１Ａ中构成 “多边贸易协定”，４个被列入附件４成为了 “诸边贸易协定”。② 正

在进行的ＷＴＯ电子商务诸边谈判中，各方正试图将其利用少边选项形成的规则引入到多边框架
中。③ 国际投资法领域虽无高度集中的多边体制为载体，但通过双边条约实践也形成了实体规则

的趋同，亦有学者将此进程称为多边化。④

多边选项与少边选项的融合首先表现为一些多边制度中嵌入了次级集团合作。例如，多边贸

易体制允许ＦＴＡ和关税同盟的存在；欧盟法律体系中则规定了加强型合作程序，给予成员国开
展次级集团合作的制度空间。其次，两类选项追求的目标具有相似性。考察已有实践，国际经贸

合作中的多边与少边选项均追求更低市场准入门槛和更高待遇的保护，区别在于程度。根据学者

研究，现有的ＦＴＡ或区域贸易协定在内容上高度反映了ＷＴＯ相关协定的条约用语，议题范围与
条文也与ＷＴＯ协定高度相似。⑤ 国家运用少边选项正是为了达成在多边层面无法实现的规则制
定和自由化目标。⑥ 最后，某些少边选项体现了向多边转化的可能。例如，《信息技术协定》本

属诸边协定，但利用最惠国待遇原则将协定利益扩展至由全体成员享有，具有了事实上的多边性

质。此外，ＷＴＯ亦未在制度上限制该类协定通过不断吸引更多成员加入进而实现渐进多边化。
因此，运用 “少边至多边”的方式推动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更新是一条可行路径。

二者的融合还表现为某些类属少边的国际经贸合作已不同程度具备多边特征，为 “少边到

多边”的规则替代路径创造了条件。例如，相对于ＷＴＯ而言，欧盟成员国间形成的国际贸易合
作安排应属少边选项。但事实上，除成员广泛性不足外，欧盟与 ＷＴＯ同样具备制度化合作与规
则统一适用的特点，具有高度的多边特征。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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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以下简称ＴＰＰ）为代表的 “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现象。① 这类实践与传统的ＦＴＡ和
区域贸易协定相比，其规则涉及参与成员数量更广，协定内容更加全面。美国曾将ＴＰＰ规则视为
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的范本。② 因此，以ＴＰＰ为代表的区域性经贸合作虽在制度化程度上有所欠
缺，但已初具多边特征。显然，这类合作形式属于少边与多边间的模糊地带。

四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边数选择

在国际经贸规则面临变革的时期，主要经济体已积极动用各类边数选项，以期参与到规则塑

造的进程中。中国面临着少数国家意欲形成的 “规则制华”封锁圈，需利用各类边数选项主动

参与规则塑造。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战略选择，是要

将侧重点放置在国内循环，减轻对国际循环的依赖。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边数选择具有了明确

的指向性，就是要贡献中国在对外开放进程中逐步摸索的制度经验，实现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

双向沟通与融合，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经贸秩序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结合 “少边到多边”

的规则替代路径，中国的边数选择目标就是要进一步强化制度性开放，打通 “国内规则—少边

规则—多边规则”的双向互动进路。

（一）新发展格局与中国经贸规则供给国的角色转变

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必须从国际经贸规则的被动接受者逐步转换为国际经贸规则的主动贡

献者。中国曾主动加入美国在二战后主导构建起来的国际经贸旧秩序，虽然客观上使中国融入到

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并取得长足发展，但对其中的国际经贸规则则是被动接受的。③ 国际经贸旧秩

序曾以 “规则之治”为表象，但以实力为基础的底色未发生根本变化。近年来，国际格局出现

重大调整，世界经济进入再平衡阶段，④ 西方主要国家通过既有国际经贸规则实现制度红利和经

济收益的实效逐步下降，其继续利用既有制度的动力有所减少。全球经贸合作正在显现重回丛林

规则的趋势；治理赤字、发展赤字不断加深，存在于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权力导向和西方主要国家

的制度霸权及其导致的治理弊端正逐步显现。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贸秩序面临重大调整。但对

中国而言，双循环定位中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依然不可或缺，⑤ 主动寻求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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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 （ｍｅｇａＲＴＡ）的概念逐步被学界所接受，其中ＴＰＰ被视为典型，也有观点将ＵＳＭＣＡ、《日本—
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ＲＣＥＰ归入此类。参见ＴｏｍｅｒＢｒｏｕｄｅｅｔａｌ，“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ｐａｃｅ：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ｒｅａｔｙＴｅｘｔｓ”，（２０１７）２０（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３９１，ｐｐ３９１－４１７；ＧａｒｙＣｌｙｄｅ
ＨｕｆｂａｕｅｒａｎｄＣａｔｈｌｅｅｎＣｉｍｉｎｏＩｓａａｃｓ，“ＨｏｗｗｉｌｌＴＰＰａｎｄＴＴＩＰ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Ｗ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１５）１８（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６７９，ｐｐ６７９－６９６；李春顶等：《中国大型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潜在经济影响》，载 《经济

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１３２—１４５页。
ＴＰＰ文本被美国以外的缔约方以ＣＰＴＰＰ的名称予以沿用，美国也以 ＴＰＰ文本为蓝本对 ＮＡＦＴＡ进行了更新，形成了
ＵＳＭＣＡ。
参见柳华文：《论进一步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载 《国际法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１４页。
世界经济再平衡是指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在利益分配出现巨大失衡的情况下，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政府采取一系列

的政策措施，振兴本土经济的同时，通过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渠道对经济全球化分工再调整。参见黄鹏：《世界经济

再平衡下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动因、方向及可能路径》，第６页。
参见江小涓、孟丽君： 《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载 《管理世界》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造，是建立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经济大循环，进而为新发展格局打通外部堵点的重要发力点。

国际国内双循环间存在双向互动的特点，要求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统筹推进。从既有历史经

验来看，立足国内经济发展是推动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国际经济大循

环带动和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有效对接。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以畅通的国内循环为基点，也应

主动参与塑造更均衡且可持续的国际经济循环，促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发展。新发展格局下的对外

开放是制度性开放，中国需将国内法治建设的制度成果贡献到全球经贸治理体系中。①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进程中形成的制度经验可作为中国贡献国际经贸规则的素材来

源。以往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要表现为规则接受者的角色，往往是借用已有国际经贸规

则模板。②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当下，中国要逐步总结在国内经济循环及对外开放进程中形成的

有关规则，尝试将其注入中国参与制定的国际经贸规则，以构建有利于中国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近年来在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通过自贸试验区或自由贸易港的建设等实践已经逐渐

形成了一些存在推广可能的制度经验，在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与沿线国

家形成了一些规则共识，这构成了制度输出的基础。③

（二）中国的边数选择现状

中国是国际经贸领域多边制度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多边主义的支持者。④ 中国不仅积极支持

和参与ＷＴＯ的改革，⑤ 还在美国退出的情形下对 《巴黎协定》给予坚定支持。中国还尝试主导

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一多边制度。与此同时，中国也注重利用二十国集团机制寻求解

决国际治理中的关键问题。

中国在少边选项上的努力愈发明显，但问题尚存。ＦＴＡ是中国较常使用的少边选项。中国参
与的ＦＴＡ所带来的经济功效和规则建构水平存在局限，而西方国家 “规则制华”的策略使得中

国运用少边选项的质与量亟需得到提升。⑥ 包含新近签订的ＲＣＥＰ在内，中国已签署的ＦＴＡ数量
为１９个，谈判中的ＦＴＡ数量为１０个。⑦ 在已作出的边数选择中，除ＲＣＥＰ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
联盟 （以下简称东盟）间的ＦＴＡ外，其余均为双边性质。

在少边选项合作对象的选择上，中国曾将 “政治和外交关系良好”“双方产业和进出口商品

结构互补性”“实现自由贸易是否给关系到中国国计民生的产业带来严重冲击”“市场规模及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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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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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柳华文：《论进一步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第１０页。
参见王燕：《自由贸易协定的话语权构建与中国实践》，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０１页。
例如，中国通过反复的政策试验持续推进的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资准入制度经过不断的试验，已经

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国务院出台了 《国务院关于同意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试点的批复》（国函 〔２０２０〕１１１号），商务部随即以 《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予以落实，在２８
个省市 （区域）开展服务贸易对外开放试点；在中欧班列运营过程中，中方尝试提出 “铁路运单”的新制度，正试

图在沿线国家推广。

相关阐述可参见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多边主义》，求是网，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５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ｑｓｔｈｅｏｒｙｃｎ／ｌｌｗｘ／２０１９－１０／２５／ｃ＿１１２５１５１０４３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包括中国、欧盟在内的１５个ＷＴＯ成员共同发表部长声明，决定建立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以解决
上诉机构停摆期间，争端解决 “一审”案件无法得到上诉救济的困境。“ＥＵａｎｄ１５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ｍｂｅｒ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Ａｐｐｅａｌ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ｒａｄ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２７Ｍａｒｃｈ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ｄｅｔａｉｌ／ｅｎ／ｉｐ＿２０＿５３８（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３１Ｍａｒｃｈ２０２０）．
参见刘彬：《“规则制华”政策下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功能转向》，载 《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１８０—１８４页。
数据来源：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ｈｔｔｐ：／／ｆｔａ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３月４日。



易辐射作用”“双方共同意愿”等因素作为选择ＦＴＡ对象的标准。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选
择更具针对性，逐步展现出两大战略动机：一是对外释放开放经济与睦邻友好的信号；二是参与

国际制度与规则的竞争。由此，经济体量较小的发达经济体、周边国家、外交立场较为一致的国

家以及日本与美国的ＦＴＡ伙伴成为中国选择的对象。②

在双边投资协定方面，截至２０１８年９月，中国共签订１４５份，其中有１０８份仍然生效。随着
中国逐步从单纯的资本输入国转变为两种角色兼具的状态，法律化水平较高的双边协定更能发挥

对外投资的促进效应。③

（三）中国的边数选择策略

突破规则封锁是中国边数选择战略目标，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的必然选择。基

于多重原因，美国正试图通过阻碍ＷＴＯ正常运转、对中国发动贸易摩擦、以政治和经济方式对贸
易伙伴或传统盟友施压、谈判和签署新的经贸协定等方式，建立起以更新后的国际经贸规则封锁与

制约中国的战略态势，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形成了巨大阻力。“十四五”规划 《建议》已明确

提出要积极参与多双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结合以上讨论，中国的边数选择策略已较为清晰。

一是更加积极但有策略地参与和推进多边制度的改革。中国虽要捍卫多边主义，但应当重视

多边主义由规范向工具退却的现实，从而在多边制度中有策略地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退却后的

权力真空确实为中国创造了进一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空间，支持多边性质的法律合作可获得更大

的塑造条约内容的机会。④ 中国在美国阻挠 ＷＴＯ上诉机构运行时在此方面即有积极行动。但不
应忽视的是，填补权力真空将带来承担供给国际公共产品成本的义务。因此，在多边制度中寻求

与其他成员一起共同参与制度改革是较为务实与稳妥的选项。中国与欧盟等ＷＴＯ成员寻求盘活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的努力是中国在此方向上努力的重要实例。

二是在利用少边选项时，中国宜首重周边国家，特别是东亚及东南亚地区。⑤ 中国与上述地

区或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已较为紧密，具有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的基础，且可能为中国带来整体福

利的提升。⑥ 除已经签署的 ＲＣＥＰ，谈判中的中日韩 ＦＴＡ以及筹划中的亚太自贸区均涉及日韩。
中国与东盟已签订了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并且还以多种配套措施增进东盟国家的经贸

往来，为进一步加深经贸合作提供了基础。⑦ 此外，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展开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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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俞岚：《易小准：中国选择自贸区合作伙伴有四大标准》，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９日，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ｒｏｌｌ／
２００７０５２９／２０５７１４３８９８０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３月４日。
参见陈兆源：《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伙伴选择———基于外交战略的实证分析》，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７
期，第１４４—１４５页。
参见陈兆源：《法律化水平、缔约国身份与双边投资协定的投资促进效应———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载 《外交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２９—５８页。
ＳｅｅＫａｒｏｌｉｎａＭＭｉｌｅｗｉｃｚａｎｄＤｕｎｃａｎＳｎｉｄ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ｙＴｒｅａｔｙ：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ｏｗｅｒｓ”，（２０１６）７０（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８２３，ｐｐ８２３－８４４
参见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载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２０２页。
参见李春顶等：《中国大型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潜在经济影响》，第１３２—１４５页。
注重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中国对外开展经贸合作的一大特点。针对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于２０１９
年发布了 《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提出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以物流为纽带，增进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经贸合

作。根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于２０２１年发布的 《“十四五”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西部陆海

新通道运行质量显著提升，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



经贸合作，为中国对少边选项的运用打开了一定的战略空间。

三是注意对不同合作对象进行针对性的边数选项运用。对大国应重视少边选项的应用。大国

多为发达经济体，与中国存在密切的经贸合作，因而可能形成样态各异的经济结构。中美双边经

贸协议是解决美方发动的经贸摩擦的法律手段，但也是中方主动选择的结果。中国也应加强与欧

盟的双边或区域合作，《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达成正是在这一方向努力的成果。对非发达经济

体的小国则宜以多边为主、少边为辅的方式。中国与小国间的经贸合作体量有限，建立少边的合

作方式一可宣示良好的双边关系，二可为吸纳其进入中国支持或主导的多边体制作准备。① 例

如，在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宜遵循先易后难的谈判规律，优先考

虑与中国分歧较小或与中国经贸联系较紧密的对象进行谈判，这有利于中国利用少边选项进行规

则输出。②

四是在少边选项的合作形式上，国际条约应为主要形式，但中国应有选择性地调整法律化程

度。较高的法律化程度在理论上固然可以提升规则刚性，但同时亦会造成灵活性的降低，进而影

响合作对象的意愿。通过谈判与磋商化解争端在少边的国际合作中仍具有生命力。③ 强有力的争

端解决机制是展现国际经贸协定法律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其中较为成功的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却
正面临停摆的危机。应注意的是，导致该机制产生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发生于一

个独特的历史时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一美国权力的鼎盛期。美国在彼时的主导地位

（与其主要盟友一道）及对谈判的推动，可以在成员间获得足够的接受度。换言之，高度法律化

的经贸类国际制度与主导国家的权力优势呈正相关。但随着国际体系的演化，具有影响力的行为体

已逐渐增多，权力格局已向扁平化发展。当年的主导国已无法在刚性的争端解决机制中获取超额利

益，反而陷入冗长且无法掌控的法律战中，这无疑与其建立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④ 美国在近年祭

出单边施压叠加少边选项的组合拳，特别是利用双边谈判配合关税加征的制裁性手段逼迫经贸伙伴

接受新的经贸协定，也映证了前述结论。有鉴于此，灵活调整法律化程度可以与少边选项相适应。

五　结论

新的历史条件下，少边选项的重要性凸显。首先，国际格局变化客观上导致区域性合作为主的

少边选项更具现实性。当前国际结构呈扁平化趋势，国际规则的制定将会更具自下而上的特点，由

区域或双边层面产生。其次，“少边到多边”的迂回路径将成为国际经贸规则更新的重要渠道，须

以少边选项作为形塑全球性经贸规则的素材来源。重要经济体已经在此方面做出了尝试。

维护多边主义的前提下重视少边选项的运用是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积极参与国际经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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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存在将国家按经济指标在内的各类标准进行划分的研究进路，这为中国在国际经贸合作中的

边数选择策略提供了一种切入视角。参见徐秀军、田旭：《全球治理时代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逻辑———以太平洋小

国为例》，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９５—１２５页。
参见王燕：《自由贸易协定的话语权构建与中国实践》，第２１４页。
有学者注意到，中国在 “一带一路”倡议中普遍使用了更具灵活性的合作方式。Ｓｅｅ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
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ｃｏｐ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１９）２２（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２９，
ｐｐ２９－５５
参见徐崇利：《变数与前景：中美对国际经济治理模式选择之分殊》，载 《现代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１８４页。



变动进程的现实选择。要打破少数国家试图形成的 “规则制华”态势，中国必须重视双边和区

域选项。ＲＣＥＰ的签署与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完成正是中国在这一方向努力的重要成

果，具有战略意义。国内对外开放进程的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以及既有的国际经贸合作成

果为中国重塑国际经贸规则奠定了基础。总体而言，中国尚难主导多边制度，也不会奉行美国式

的单边主义，故应灵活运用已有的边数选项，即一方面审慎地参与多边制度的改革，并尝试主导

具备成本承担能力的多边机制；另一方面应在合作对象、议题及合作形式上合理地运用双边和区

域方式，逐步强化规则话语权。

应当看到的是，现有形势下中美两国各自争取欧盟、日本及其他重要经济体的态势隐然出

现。这一态势的出现可能促使这类经济体在中美之间双向 “要价”，对此亦应提前布局应对。欧

盟与日本等美国的传统盟友也与中国建立了较为紧密的经济关系，其放弃这一现状的可能性较

低，① 维持和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更为务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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